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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尝试在创新链和产业链一体化的研究框架下，探索产业政策的实施

效果和最优组合。基于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的研究思路，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发展

中国家在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不同情形下的产业政策最优组合策略以及实施效果。研

究发现：在封闭经济下，对生产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的上游企业的生产和研发活动实

施补贴或减税导向的产业政策是最优策略；在开放经济下，在区分完全依赖国外上游行

业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国外上游行业企业和国内上游行业企业竞争性供给

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存在国外上游行业企业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断供风险三种不同

条件下，最优产业政策的实施应该具有全覆盖上下游企业的特征。使用遭遇“卡脖子”

的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的相关上下游行业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针对上游行业

或企业研发活动政府补贴支持力度的加大可以拉动下游行业或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和

产出规模的扩张。本文基于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视角论证了国家层面采取产业政策的

合理性，也为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的最优组合策略和重点改革方向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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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针对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否有必要采取恰当的产业政策来主动干预产业发展，乃至

促进经济发展？这一直是国内外学者长期争论的前沿理论研究和重大政策实践问题（Hirschman， 
1958； Aghion et al.， 2015；林毅夫，2016；张杰和郑文平，2018）。事实上，产业政策一直是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的政府干预本国经济的重要手段（Rodrik， 2004， 2008；Juhász et al.， 2024）。

正如 Rodrik（2009）指出的，“关于产业政策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是否需要产业政策，而是在于如何

实施。”然而，对于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既有文献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和经验证据。既有大量支持

发展中国家采取产业政策的文献以及相关的理论假说（Wade，2004；Andreoni & Chang，2019；贺俊，

2022；戚聿东和张任之，2017；王弟海和龚六堂，2006），也有不少反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产业政策的文

献及其相关的理论假说（余明桂等，2010；余东华和吕逸楠，2015；侯方宇和杨瑞龙，2018；江飞涛和

李晓萍，2018）。小宫隆太郎等（1988）针对日本产业政策的研究指出，在日本最成功的 20 个产业，

基本没有受到产业政策的促进作用，反倒是最失败的 7 个产业，均受到产业政策的严重负面影响。

这被称为产业政策的后发劣势（curse to the late comer）假说。

然而，正当中国一些学者反思产业政策的时候，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批评和限制中国等发展

中国家采取产业政策的同时，却纷纷采取各种产业政策来扶持本国的重点产业技术创新和发展。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 2022 年出台的《芯片和科学法案》和《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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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采取政府资金补贴主导的产业政策，以维护自身在全球产业体系的优势

地位。作为全球公认的制造业大国，中国拥有全球相对最为齐全的工业门类，产业链供应链具有全

球竞争优势。但不容忽略的是，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关键设备、关键

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等为主的关键核心技术的依赖较为突出，这成为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

强国跨越的关键制约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其中，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将是促进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形成、全面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支撑。这就需要实施“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围绕创新链布

局产业链，促进科技创新衍生出新兴产业”的重要战略举措。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发展的背

景下，传统的局限于特定企业或行业范畴的产业政策研究逻辑，很有可能会造成对产业政策合理性

的认识偏差（Liu，2019；Liu & Ma，2021；张杰，2023）。有鉴于此，有必要转换研究视角，从产业链和

创新链深度融合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和研究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政策的合理性以

及最优政策组合。

与既有研究文献的研究思路和理论逻辑的区别在于，本文构建了基于一国创新链和产业链分

工和融合体系的理论模型，重新审视包含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采取产业政策的理论逻辑。本文

强调在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体系的新研究框架中，区分生产补贴与研发补贴的异质性特征以及二

者之间的组合关系，以分析和评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政策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本文的创

新之处体现在：第一，理论层面可能具有的拓展性创新。借鉴 Liu（2019）、Liu & Ma（2021）和 Akcigit 
et al.（2021）等已有文献中关于生产网络和知识网络中最优产业政策的研究思路，构造了一个产业

均衡的理论模型，探索在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体系的条件下，政府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可能组合

策略。尤其针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本文论证了在促进产业升级和应对国外技术封锁双重背

景下，实施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最优组合模式。第二，研究发现可能具有的独特性。与 Liu
（2019）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且只考虑产业链上下游分工关系所得到的发现不同，本文研究不仅探讨

了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下的差异，还区分了产业链和创新链的上下游分工结构。重要研究发现是：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对从事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的上游企业的研发活动和生产活动进

行补贴或减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文进一步区分了三种不同的情形：完全依赖国外上游行业企

业的关键技术、国外和国内上游行业企业共同竞争关键技术、国外上游企业存在断供风险。在这三

种条件下得到的政府最优政策组合也不同。第三，在政策层面可能具有的重要启发价值。本文的

理论研究和经验证据发现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制定和实施产业

政策提供了重要启发。尤其是在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卡脖子”技术封锁和高端产品出

口限制的情境下，对最优的生产与研发补贴组合的产业政策设计，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政策参考

价值。

二、 理论模型与研究命题①

（一）基准模型

1. 基准模型设定

首先考虑一个由两个行业组合而成的封闭经济体，两个行业分别为上游行业（用下标 1 表示）

与下游行业（用下标 2 表示）。两个行业的代表性企业均需要进行生产活动和研发活动。其中，上

游行业代表性企业（简称上游企业）负责生产下游行业代表性企业（简称下游企业）需要的关键核心

技术中间产品。由于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需要类似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能力的“0-1”类

①　限于篇幅，本节的详细推导过程和模型的更多讨论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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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长期自主创新，本文假定上游企业需要进行以基础研究或者以应用基础研究为导向的前期巨

额研发投入。下游企业则生产最终消费品，需要以应用研究为导向的研发投入活动，以促进企业产

品质量提升和生产效率提高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图 1 刻画了本理论模型的基本框架，可以观察

到，生产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的企业和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组成了产业链的上下游行业和企业

关系。与此同时，生产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的企业以基础研究为导向的前期巨额研发投入活动，

以及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以应用研究为导向的研发投入活动，二者构成了创新链的前后环节关系。

图 1　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框架下的企业上下游合作关系

假定该封闭经济体中劳动为唯一投入要素，工资水平对上下游企业为外生给定。不失一般性，

将工资水平标准化为 1。假设上游企业进行垄断生产，生产函数具有如下 Cobb-Douglas 函数形式：

Q 1 = z1  lα1
p1  k1 - α11 （1）

其中，Q 1 表示上游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的产量，z1 表示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生产的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lp1 表示生产性劳动投入，k1 表示生产性知识资本（knowledge capital）投入，

α 1 ∈ (0，1) 表示劳动的产出弹性。知识资本投入需要上游企业进行类似应用基础研究导向的研发

投入，其产出方程为 k1 = ϕ 1 lr1，ϕ 1 表示上游企业的基础研究活动的研发效率，lr1 表示上游企业的研

发人员投入。

下游行业有众多企业，其数量记为 n。下游企业需要投入劳动、知识资本和上游企业提供的关

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来生产最终消费品，以 j 表示下游企业，其生产函数具有如下 Cobb-Douglas
形式：

Qj，2 = z2  lα2
j，p2  kβ2

j，2  M γ2
j，12 （2）

其中，z2 表示下游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lj，p2 为其劳动投入数量，kj，2 为其知识资本投入数量， 
M j，12 为下游企业 j 使用上游企业提供的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数量，α 2 为生产性劳动产出弹性，β2
为生产性知识资本产出弹性，γ2 为上游企业提供的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的产出弹性，且满足 α 2 +
β2 + γ2 = 1，即下游企业生产活动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

上游行业产品对下游企业的贡献度为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的生产性溢出效应，由 γ2 表示。特

别地，当 γ2 = 0 时，表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生产关联度为零。假定下游企业可以接收到上游企业基

础研究的知识溢出效应，其知识资本产出方程形式为 kj，2 = ϕ 2 lj，r2 kθ
1 = ϕ 2 lj，r2 ( ϕ 1 lr1 )θ，ϕ 2 表示下游企业

的全要素研发效率，lj，r2 表示下游企业的研发人员投入， ϕ 2 ( ϕ 1 lr1 )θ 表示劳动研发效率，( ϕ 1 lr1 )θ 表示

上游行业的知识溢出效应。其中，θ ≥ 0 表示知识性溢出效应的强度，其值越大，表示知识性溢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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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越强。①特别地，当 θ = 0 时，上游企业的基础研究导向的研发活动对下游企业研发活动不具有知

识溢出效应。假定下游企业将上游企业的知识溢出效应视为外生给定。

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 = ( )∑j = 1
n q

σ - 1
σ

j，2

σ
σ - 1

。其中，qj，2 表示消费者对下游行业中的 j企业

生产最终产品的消费量，σ > 1 为下游行业不同企业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给定消费者预算约束，

求解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可得到下游代表性企业面临的需求函数 qj，2 = EPσ - 1 p-σ
j，2。其中，P =

( )∑j = 1
n p1 - σ

j，2

1
1 - σ

，E 表示消费者购买最终产品的总支出，pj，2 为下游企业 j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格。假

定对于下游行业中的单个企业而言，消费支出和价格指数均是外生给定的约束条件。

2. 产业政策

本国上游企业的生产和研发活动均对下游企业生产和研发活动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就反映

生产活动联系的产业链而言，上游企业是下游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的供应商，其价格越

低，下游企业的生产成本更低，对下游企业的产出扩张更为有利；就刻画研发活动的创新链而言，

上游企业以基础研究为导向的研发活动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其研发投入越多，越有利于提高下游

企业以应用研究为导向的劳动研发效率，提高下游企业的综合生产效率，从而增强下游企业产品

的市场竞争优势，扩大下游行业的产出。为了分析的便利，本文主要考虑如下针对上下游企业的

产业政策：

（1）生产性补贴或税收。以 τpk（k ∈ { }1，2 ）表示政府对上下游企业生产活动的干预行为和干预

程度，τpk > 0（τpk < 0）表示政府对生产性劳动投入征税（补贴），在政府产业政策干预下，行业 j 雇佣

单位生产性劳动支出为 (1 + τpk )。  

（2）研发补贴或税收。以 τrk（k ∈ { }1，2 ）表示政府对创新链上下游企业研发活动的干预行为和

干预程度，τrk > 0（τrk < 0）表示政府对研发劳动投入进行征税（补贴）。在此情况下，行业 j雇佣单位

研发性劳动的支出为 (1 + τrk )。
为了表述简便，本文将政府对上下游企业的生产补贴和研发补贴分别记 δpk ≡ 1

1 + τpk

和

δrk ≡ 1
1 + τrk

，k ∈ { }1，2 。

3. 模型均衡与最优产业政策

（1） 社会最优资源配置。先求解模型的社会最优均衡，以此作为分析最优产业政策实施效果

的基准对照。由于模型假定的经济体中仅有下游企业的最终产品，政府的产业政策目标设定为最

大化社会最终产品的产量。注意到，因为本文分析并不考虑政府控制下游企业进入壁垒相关的产

业政策，因此假定政府在给定下游企业数目的前提下考虑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为求解社会最优

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条件，由中间产品市场出清条件可知∑j = 1
n M j，12 = M 12 = Q 1，将上游企业的生产函

数代入到代表性下游企业 j的生产函数，社会决策者的优化问题如下：

max
{ }lp1，lr1，( lj，p2 )，( lj，r2 ) ∑j = 1

n Q
σ - 1

σ
j，2 （3）

①　考虑到创新溢出的复杂性，上下游行业可能存在相互的知识溢出。模型的拓展分析表明，考虑上下游行业的相互知识溢

出时，只要上游行业相对于下游行业有较强的知识溢出，本文理论分析的结论就不会有根本性改变。详细分析参见本刊网站登载

的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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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lp1 + lr1 +∑
j = 1

n ( lj，p2 + lj，r2 ) ≤ L - nf

其中，Qj，2 为下游代表企业 j 的产出，L 为外生给定的行业劳动力总数量水平，①f 为单个下游企

业的生产固定成本。求解可得社会最优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比例为：

( l*
p1， l*

r1， l*
j，p2， l*

j，r2 ) ∝ ( )α 1 γ2， (1 - α 1 )γ2 + β2 θ， α 2
n

， β2
n

（4）
在此均衡状态下，本国的社会最优劳动力配置具有明确的经济学含义：当生产性溢出效应

较大，即 γ2 值较大时，应当给上游企业配置更多的生产性劳动和研发劳动；而当上游企业以基础

研究为导向的研发活动的知识溢出效应较强时，即 θ 的值较大时，应当给上游企业的研发活动部

门配置更多的劳动。这就说明，在社会最优状态下，劳动力的配置应当考虑到各行业部门对整

体经济生产活动施加的外部性。其核心逻辑是，针对有正外部性的上游企业的生产部门和研发

部门，应该更多地配置劳动，从而使上下游企业以最终产品衡量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品相同。

（2）市场均衡与最优产业政策。接下来，分析政府政策干预且存在市场摩擦的情况下市场均衡

的结果。②假定上游行业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产品销售价格即为其边际成本，下游行业企业进行

垄断竞争。市场均衡满足如下的基本条件：第一，给定劳动工资，上游企业生产研发投入最优，给定

劳动工资和上游产品价格，下游企业生产研发投入最优；第二，产品市场出清。据此通过综合考虑

上游企业的成本最小化问题、下游行业代表性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以及中间产品市场出清条件，

可以得到在市场均衡条件下各部门劳动力的配置满足如下比例关系：

( l� p1， l� r1， l� j，p2， l� j，r2 ) ∝ ( )α 1 γ2
(1 + τp1 ) (1 + χ1 )，  (1 - α 1 )γ2

(1 + τr1 ) (1 + χ1 )，
α 2

n (1 + τp2 )，
β2

n (1 + τr2 ) （5）
观察上式可知，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与上游行业的生产外部性 γ2 相关，但与上游

行业的基础研究的外部性 θ无关。这说明上游行业研发活动产生的知识溢出外部性未被市场均衡所

反映，从而需要政府实施产业政策予以矫正。定义最优产业政策为税收组合：(τ*
p1， τ*

r1， τ*
p2， τ*

r2 )，
即在施加产业政策之后，市场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应该与社会最优条件下相同。观察对比（4）
式和（5）式可知，政府最优的补贴和税收政策须满足如下条件：

■

■

|
||
| ■

■

|
||
|1 + τ*

r2
1 + τ*

p1
，

1 + τ*
r2

1 + τ*
r1
，

1 + τ*
p1

1 + τ*
r1
，

τ*
p2

τ*
r2

= ■

■

|
||
| ■

■

|
||
|1 + χ1，( )1 + χ1 ( )1 + β2 θ

(1 - α 1 )γ2
，1 + β2 θ

(1 - α 1 )γ2
，1 （6）

政府对不同产业政策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不同相对税率水平。（6）式为政府最优产业政策应该

满足的条件，第一项和第二项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形下，当中间产品市场摩擦越大时，即 χ1 的值

变大时，政府应该增加对下游企业 τ*
r2 的征税，或减少对上游企业 τ*

p1 和 τ*
r1 的征税，进而更多地支持

上游企业的生产研发活动。第二项和第三项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当上游企业研发活

动对下游行业的研发活动产生的溢出效应增加时，即 θ 较大时，政府应该对上游企业研发活动的征

税降低 τ*
r1，以偏向性政策全面支持上游企业基础研究导向的研发活动。第四项说明政府对于下游

企业生产活动和研发活动应该实施无歧视征税，从而使得下游企业生产活动与研发活动的投入比

例与其社会产出弹性比例相同，达到社会最优水平。

于是，可归纳出如下命题：

命题 1：在封闭经济条件下，考虑存在创新链和产业链分工体系的特定情形，一般的最优产业

①　在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下，给定任何劳动力水平，在局部均衡条件下均可以定义相应的最优的产业政策组合。

②　与 Liu（2019）的假设类似，本文假设下游企业从上游企业购买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时，存在产品市场摩擦，该市场摩擦

导致下游企业支付的中间产品价格为：(1 + χ1 ) p1。

158



2024年第 9期

政策满足条件：（1）政府应对上游企业的生产和研发活动实施偏向性的税收优惠政策；（2）政府对上

游企业生产活动的相对补贴力度随中间产品市场摩擦增大而增加；（3）政府对上游企业研发活动的

补贴力度随着创新链关联度 θ变大而增强，随着产业链关联度 γ2 增加而下降。

该命题蕴含，针对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封闭经济状态下，考虑创新链和产业链

分工体系的特定情形，最优产业政策应该聚焦到以基础研究为导向的上游企业关键核心技术中间

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活动，而非偏向以应用研究为导向的下游企业最终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活动。而

且，政府针对上游企业研发和生产活动的补贴政策，极有必要综合考虑中间产品市场摩擦程度、创

新链关联度和产业链关联度等重要市场组织特征。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政策

接下来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政策选择。考虑到中国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形，本

文主要聚焦于以下三种情况下的产业政策的作用效果分析：首先，考虑完全依赖国外关键核心技术

创新中间产品的情况；其次，考虑国外和国内上游行业同时提供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中间产品的情

况；最后，考虑存在国外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中间产品断供风险的情况。

1. 完全依赖国外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中间产品下的最优产业政策

假定国内下游行业生产所需的中间产品是包含关键核心技术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该类产品的

生产需要以基础研究为导向的巨额前期基础研究投入和技术沉淀，而国外上游企业具有生产该类

产品的先发技术优势和长期技术创新积累。短期内国内上游企业无法提供该类关键核心技术创新

中间产品。此时，国内下游企业的生产只能依赖国外上游企业提供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中间产品。

以 M x
j，12 表示国内下游企业 j从国外企业进口的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数量，当下游企业完全从国外

进口关键零部件时，假定国内下游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Qx
j，2 = z2  lα2

j，p2 ( ϕ 2 lj，r2 )β2  ( M x
j，12 )γ2 （7）

鉴于发达国家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企业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实施各种技术隔离和封锁

策略的客观事实，本文假设国外上游企业对国内下游企业不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这表现为国外

上游行业基础研究导向的研发投入不影响国内下游行业的知识资本产出，这与在国内创新链和产

业链相互融合情形下，上游企业研发活动会影响下游企业劳动研发效率的传导机制有着本质不同。

假定下游企业 j进口中间产品价格为 px
1，该价格由国外上游行业的创新垄断企业决定。对于下游企

业 j，进口关税为从价关税且税率为 τx
1，出口从价关税为 τf

2。假定国外消费者对下游企业 j的需求函

数为 qf
j，2 = Ef Pσ - 1

f [ ](1 + τf
j，2 ) pf

j，2
-σ

。那么结合本国和外国需求函数，对利润函数关于价格求一阶条

件，可以得到如下的产品定价方程：

pd
j，2 = pf

j，2 = σ
σ - 1 cx

j，2 ≡ μ2 cx
j，2 （8）

其中，cx
j，2 为下游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具体表达式见附录 7；μ2 ≡ σ

σ - 1，表示下游企业的成本

加成率。假设国外上游企业生产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的单位成本为 cf
1，求解国外上游行业垄断

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问题，可得国外上游企业产品的出口价格为：

px
1 ≡ px

j，1 = γ2 ( σ - 1) + 1
γ2 ( σ - 1) cf

1 ≡ μx
1 cf

1 （9）
注意到 μx

1 - μ2 = 1
γ2 ( σ - 1) - 1

σ - 1 > 0，这表明国外上游企业利用其创新垄断优势，可以获得

比国内下游企业更高的成本加成率。而且，当国内下游企业对国外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的需求

价格弹性 1 + ( σ - 1) γ2 越低时，国外上游企业将会攫取国内下游企业更多的利润。与此同时，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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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企业的利润必然随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研发效率提高而增加，而随着出口关税与进口关税

增加而下降。

此时，国外上游企业的利润为：

π f
1 = ( )1 - 1

μx
1

■

■

|
||
| ■

■

|
||
|γ2 E

μ2
δx1 + nEf ( Pf )σ - 1 ( )μx

1 cf
1

γ2 (1 - σ )
Bσ - 1

2 ( δx1 )γ2 ( σ - 1) + 1( )γ2 δf2
μ2

σ

（10）

其中，δx1 ≡ 1
1 + τx

1
，δf2 ≡ 1

1 + τf2
，B 2 ≡ z2 ( α 2 δp2 )α2 ( ϕ 2 β2 δr2 )β2

γα2 + β22
。

上式表明，在行业均衡条件下，国外上游企业的利润随着国内下游企业数目增加而上升，而随

着进口补贴 δx1 和出口补贴 δf2 变大而上升，同时也随着对国内下游企业的研发补贴 δr2 和生产补贴

δp2 增加而上升。由此，国内下游行业代表性企业的净利润为：

π j，2 = 1
nσ

( E + Ef δf2 ) - f （11）
鉴于国内下游行业内的企业可以自由进入的基本条件，从而在均衡状态下有 π j，2 = 0，由此可

得均衡状态下国内下游行业中的企业数目为 n� = E + Ef δf2
σf

。注意到
∂n�
∂δf2

> 0，这说明国内下游企业

数目随出口补贴增加而增加，进而导致国外上游企业的利润增加。这是因为国内下游企业处于充

分竞争状态，必然会导致国内下游企业无法获得垄断利润，而国外上游企业是国内下游行业的关键

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的垄断供给者，能够从国内下游企业的出口扩张中获取利润。可将以上分析总

结为如下命题：

命题 2：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国内下游企业完全依赖于国外上游行业垄断企业提供关键核

心技术创新中间产品时，本国政府对国内下游企业的进出口产品补贴、生产补贴和研发补贴，将

会刺激国内下游企业数目的增加，从而促进国内下游企业之间的竞争，使得国内下游企业的经济

利润仅维持在生存水平，而国外上游企业的利润会由于国内下游行业规模增加而上升。

该命题蕴含的重要含义是，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将遭遇

“纵向压榨效应”，即在存在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外上游企业对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的绝对垄

断地位的前提下，发达国家可以依靠自身在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的绝对垄断优势，压榨发展中

国家生产最终产品企业的经济利润。而且，可以将发展中国家对生产最终产品企业的各种产业

政策补贴转化为发达国家企业的超额利润，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发生转移式、外溢式失效

现象。但是，发展中国家类似进出口产品补贴、生产补贴和研发补贴等类型的产业政策，将会刺

激国内下游企业数目的增加，进而会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机会扩张。

进一步地，考虑下游行业的国家政府通过选择产业政策变量集合{ }τx
1， τp2， τr2， τf

2 来影响购买

下游行业最终产品的消费者福利。消费者福利函数可以表示为：

Uf = E
P

= γ2 EB 2 δγ2
x1

μ2 ( μx
1 cf

1 )γ2 ( )E + Ef δf2
σf

1
σ - 1

（12）
由上式可知社会福利函数随下游企业的政府对进口补贴 δx1、出口补贴 δf2、下游行业生产补贴

δp2 和下游企业研发补贴 δr2 的增加而增加。此时，将产业政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总结为如下

命题：

命题 3：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国内下游企业完全依赖国外上游行业垄断企业提供关键核心技

术中间产品时，本国政府对下游企业的进出口产品补贴、生产补贴和研发补贴会降低最终产品价

格，增加消费者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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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命题蕴含，当前以发达国家主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

键原材料的研发和生产供给的情形下，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重点，应该聚焦到

针对生产最终产品的下游企业部门。无论是采取何种类型的产业政策，均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

下游行业的市场竞争优势，改善消费者福利。由此可知，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经济

背景下的产业政策，与封闭经济背景下的产业政策有着本质差异，必须聚焦到生产最终产品的下

游企业部门的进出口、生产和研发所有环节。这就可解释中国当前各级政府针对生产最终产品

的下游企业实施以补贴为主的产业政策所具有的合理性。

2. 国外和国内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中间产品并存条件下的产业政策

假定国内下游行业生产所需的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可以由国外上游企业与国内上游企业竞争

性地提供。此时，使用 pd
1 表示国内上游企业提供的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的销售价格，仍用 px

1 表示国

外上游企业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的销售价格。国外上游企业与国内企业之间进行 Betrand竞争（即

价格竞争），从而国内下游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价格为 pM
12 = min{ }( )1 + χ1 pd

1，  (1 + τx
1 ) px

1 。鉴

于国内上游企业的研发投入会对国内下游企业造成技术溢出效应，此时国内下游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Qj，2 = z2 ϕβ2 θ
1  ϕβ22  lβ2 θ

r1  lα2
j，p2 lβ2

j，r2 M γ2
j，12 （13）

求解国内上游企业的成本最小化问题，可知国内上游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为：

cd
1 = (1 + τp1 )α1 (1 + τr1 )1 - α1

αα11 (1 - α 1 )1 - α1 z1 ϕ 1 - α11
（14）

观察上式易知，国内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随着全要素生产率和研发效率增加而降低，而随着生

产税收和研发税收增加而增加。考虑到国外上游企业具备的先发优势和创新积淀，由此可以假定

cf
1 << cd

1，即国外上游企业在生产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时具备较大的成本优势。由于进口关税的

存在，当 (1 + τx
1 )cf

1 > c� d1 ≡ (1 + χ1 )cd
1 时，国内上游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会具有成本优势，此

时国内上游企业的定价策略为：

pd
1

* = ■
■
■

 μx
1 cd

1，          if     (1 + τx
1 )cf

1 > μx
1 c� d1

(1 + τx
1 )cf

1，    if     c� d1 < (1 + τx
1 )cf

1 < μx
1 c� d1   （15）

注意到当本国进口保护较强时，本国上游企业由于生产成本优势会选择垄断定价来最大化自

身利润，这时反而会提高下游企业的产品价格。此时，国外上游企业将会由于国内上游企业的低价

策略而被挤出市场。而当 (1 + τx
1 )cf

1 < c� d1 时，国外上游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会具有成本优

势，此时国外上游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满足如下的定价策略：

px
1

* = ■
■
■

μx
1 cf

1，   if     (1 + τx
1 ) μx

1 cf
1 < c� d1

δx1 c� d1，   if    (1 + τx
1 ) μx

1 cf
1 > c� d1 > (1 + τx

1 )cf
1

  （16）
在此情形下，由于无法与国外的低价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进行竞争，国内上游产品企业将会

退出市场。为了支持本国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同时降低下游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价格，政

府可以通过对进口产品征税或对国内上游企业进行研发和生产活动补贴的方式降低国内上游企业

的生产成本，进而削弱国外上游企业的垄断地位，降低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价格，从而促进国内

下游企业利润增加。因此，要对国外上游企业产生实质性的竞争效应，需满足：

c� d1 < (1 + τx
1 ) μx

1 cf
1 ⇔ (1 + τp1 )α1 (1 + τr1 )1 - α1

1 + τx
1

< αα11 (1 - α 1 )1 - α1 z1 ϕ 1 - α11 μx
1 cf

11 + χ1
（17）

当 c� d1 < (1 + τx
1 )cf

1 时，即：

(1 + τp1 )α1 (1 + τr1 )1 - α1

1 + τx
1

< αα11 (1 - α 1 )1 - α1 z1 ϕ 1 - α11 cf
11 + χ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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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国外上游企业将被迫停止对国内下游企业供应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的供给，从本国国

内市场获取的利润为零。与此同时，国内上游企业可以通过供给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获取正利

润。这说明，适度的进口保护和对上游行业的生产和研发活动进行补贴，可以激励国内上游企业进

行生产活动和研发活动。可将上述讨论总结为如下命题：

命题 4：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且仅当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由国内上游企业与国外上游企业

存在竞争性供给情形时，即当且仅当产业政策满足（17）式的条件时，国内政府可以通过进口关税或

对国内上游企业生产和研发活动进行补贴来削弱国外上游企业的垄断地位，降低国外上游企业关

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价格，并减少国外上游企业的利润。当且仅当产业政策满足（18）式的条件时，

国外上游企业将被迫退出国内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市场，国内上游企业成为国内下游企业的关

键核心零部件的唯一供应商。

接下来讨论当国内上游企业为关键核心技术产品的供应商时，国内产业政策对消费者福利的

影响。在此情况下，消费者福利函数为：

Ud = U 0 B
1

1 - β2 θ ( σ - 1)
2 ( E + Ef δf2 )

1
( σ - 1) [ ]1 - β2 θ ( σ - 1) ( )Π f

1
β2 θ

1 - β2 θ ( σ - 1) ( )δr1
δp1

α1 β2 θ
1 - β2 θ ( σ - 1) ( )(1 + χ1 ) pd*

1
- γ2 + β2 θ

1 - β2 θ ( σ - 1)

（19）
其中，U 0 ≡ γ2 E

μ2 z
β2 θ

1 - β2 θ ( σ - 1)
1 ( σf )

1
( σ - 1) [ ]1 - β2 θ ( σ - 1)

⋅ ( )1 - α 1
α 1

ϕ

α1 β2 θ
1 - β2 θ ( σ - 1)

，∏ f1 ≡ ( )γ 2
μ 2

σ

[ ]EP σ - 1 + Ef ( P f )σ - 1 ( )1 + τf2
-σ

联系国内上游企业的中间产品定价（15）式可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5：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若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由国内上游企业与国外上游企业竞争性

地供给，则有如下两种情况：

（1）当 进 口 关 税 处 于 较 低 水 平 状 态 时 ，即 产 业 政 策 组 合 满 足
δα1

p1 δ1 - α1
r1

(1 + χ1 )δx1
 ∈ 

( )α-α11 (1 - α 1 )α1 - 1

z1 ϕ 1 - α11 cf
1

， α-α11 (1 - α 1 )α1 - 1 μx
1

z1 ϕ 1 - α11 cf
1

条件时，消费者福利随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进口税率上升

而下降，或随国内上游行业的研发政府补贴增加而上升，或随国内上游行业生产政府补贴提高而

降低，而国内下游行业的研发效率和劳动生产率随国内上游行业的研发补贴增加而上升。

（2）当进口关税处于较高水平状态时，即产业政策组合满足
δα1

p1 δ1 - α1
r1

(1 + χ1 )δx1
> α-α11 (1 - α 1 )α1 - 1 μx

1
z1 ϕ 1 - α11 cf

1
条件

时，国内上游行业的企业按照垄断情形下利润最大化进行定价，为下游企业提供中间产品，此时消费

者福利与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的进口税率无关，随着国内上游行业的研发补贴和生产补贴水平提

高而上升；国内下游行业的研发效率则随着政府对上游行业的生产和研发补贴增加而提升。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消费者福利均随下游行业的生产和研发补贴增加而增加，随出口产品补贴

增加而增加。命题 5 充分说明了存在国内创新链和产业链分工体系的情况下，针对国内产业政策

实施多样化组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具体而言：

一方面，对于国内上游行业的产业政策支持，有必要根据进口关税力度对企业生产活动和研发

活动的政府补贴进行区分：当进口关税处于较低水平时，国内下游企业购自国内上游企业的关键核

心技术中间产品价格由国外上游企业的边际成本和关税决定，即满足 pd*
1 = (1 + τx

1 )cf
1。此时若单独

增加企业生产政府补贴，会促使国内上游企业的生产性劳动对研发性劳动进行替代，这会削弱国内

上游企业对国内下游企业带来的研发外溢效应，从而会降低国内下游企业的生产效率，减少国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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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企业的最终产品产出，进而降低消费者福利。

另一方面，当进口关税较高时，国内上游企业可以进行垄断性定价，此时国内上游企业通过生产

性政府补贴获得的低成本优势可以传递到国内下游行业，这会降低国内下游企业的生产成本，获得

出口优势，增加消费者福利。值得关注的是，在开放经济背景下，国内下游企业可以通过最终产品出

口扩大企业规模进一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既可以增强国内下游企业的盈利能力，也可以通过产业

链的联系机制，反馈给国内上游企业的生产和研发活动，刺激本国产业链整体竞争优势的提升。

3. 国外上游行业产品（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存在断供风险下的产业政策

在当前的中国背景下，许多国内下游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以及其内含的关键核心技

术完全仰赖国外上游行业。尽管国内上游行业的发展对推动国内下游行业具有积极意义，但面临

国外上游行业的竞争时，国内上游产品在下游行业中可能缺乏竞争力。考虑到当前全球价值链分

工和贸易体系以中间产品为驱动，这种局面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地缘政治因素和技术创新

“零和博弈”思维的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下游本土企业，

因完全依赖国外上游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供应支持，面临断供风险。

以 q ∈ (0，1) 表示国外上游企业对国内下游企业实施断供的概率，假定各事件按照如图 2 所示

的时间线发生：首先政府制定并实施产业政策，其后国外上游企业确定供给价格，国内上下游企业

根据产业政策和国外企业的供给条件进行生产和研发活动的组织，然后国外上游企业以一定的外

生概率对国内下游行业断供，最后确定国内下游企业的最终产品产出。

图 2　技术进口情形下模型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

由于存在技术断供风险，当选择国外上游企业作为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供应商时，国内下游

企业的预期利润为：

E (π f
j，2 ) = 1 - q

nσ
( E + Ef δf2 ) - f （20）

根据国内下游企业的自由进入条件，可知在实现均衡状态下国内下游行业中的企业数目为： 
n� f = (1 - q ) ( E + Ef δf2 )

σf
。可以看出，技术断供概率 q 越大，国内下游企业的预期利润越低，这会造成

国内下游行业的企业数目下降。当存在国外技术断供风险时，消费者的预期福利为：

-U f = γ2 (1 - q ) 1
σ - 1 EB 2 δγ2

x1
μ2 ( μx

1 cf
1 )γ2 ( )E + Ef δf2

σf

1
σ - 1

（21）
而如果选择国内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供应商，国内下游企业的预期净利润为：

E (π d
j，2 ) = π d

j，2 = 1
nσ

( E + Ef δf2 ) - f （22）
相较于依赖国外上游行业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的情形，选择国内上游企业作为供应商时，国

内下游企业的预期利润会增加，这会引发国内下游行业中的企业数量增加。根据福利方程（19）式

和（21）式可知：

Ud
-U f

> 1 ⇔ q > 1 - ( )( ϕ 1 l*
r1 )β2 θ( )μx

1 cf
1

δx1 (1 + χ1 ) pd*
1

γ2
σ -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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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
r1 = ■

■

|
||
|
|
| ■

■

|
||
|
|
|( E + Ef δf2 ) (1 - α 1 )α1 ∏ f

1 Bσ - 1
2 δα1

r1 ( )(1 + χ1 ) pd*
1

γ2 ( )1 - σ - 1

z1 ϕ 1 - α1 - β2 θ ( σ - 1)
1 ( α 1 δp1 )α1 σf

1
1 - β2 θ ( σ - 1)

，pd*
1 由（15）式决定。

这表明，国内上游企业的研发活动愈加积极，其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的价格将趋向下降。在

这种情况下，国内下游企业选择国内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供应商将有助于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水

平。与此同时，产业政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将由命题 5 所决定。然而，如果本国的产业政策补贴

未能使本国上游企业在成本方面获得优势，那么本国下游企业仍会依赖国外上游企业提供关键核

心技术中间产品。这将导致本国下游企业无法获得来自国内上游行业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在技

术供应中断的情况下，本国下游企业将暂时无法进行生产，从而增加国内下游行业的产出波动性和

经济风险。总结上述讨论，可以得出以下命题：

命题 6：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存在国外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断供风险时，对进口关键核心

技术中间产品进行征税，并对国内上游企业生产和研发活动进行政府补贴，将有利于本国上游企业

获取竞争优势，提高国内下游企业生产和研发效率，增加消费者福利，进而降低国内最终产品的停

产风险。与无技术断供风险情形相同，对国内下游企业进行生产、研发补贴和出口补贴均可以降低

国内下游企业的产品价格，从而增加消费者福利。

该命题蕴含，对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实施

科技创新封锁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卡脖子”政策前提下，发展中国家的最优产业政策是

采取所有可行的全方位的政策组合，扶持国内上游企业的研发和生产活动，最大程度地减轻风

险并增强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优势。通过支持国内上游企业的研发和生产活动，可以有效减少

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的断供风险。同时，这也有助于提升国内最终产品的全球市场竞争力，

降低生产中断的风险。在现实情况中，发展中国家可能需要通过政府补贴、税收政策、产业合作

等方式来实现这种产业政策组合，确保本国国内产业链体系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综合以上关于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政策的讨论，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产业政策

选择策略组合，可以总结为如下情形：

表 1 不同情形下产业政策的组合策略与实施效果

封闭

经济

开放

经济

国内上游企业作为关

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

唯一研发和生产提供

者

情形 1：完全依赖国外

上游企业的关键核心

技术中间产品

情形 2：国外上游行业

企业和国内上游行业

企业竞争性供给关键

核心技术中间产品

（1）对上游企业的生产和研发活动进行补贴或减税；

（2）政府对上游企业生产活动的相对补贴力度随中

间产品市场摩擦的增大而增加；

（3）政府对上游企业研发活动的补贴力度随创新链

关联度变大而增强，随产业链关联度增加而下降

（1）对国内下游企业生产、研发活动进行政府补贴；

（2）对国内下游企业最终产品出口活动进行补贴

（1）对国内上游企业生产和研发活动进行政府补贴；

（2）对国外上游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进口

进行征税

（1）对国内下游企业生产、研发活动进行政府补贴；

（2）对国内下游企业最终产品出口进行政府补贴

（1）降低最终产品价格；

（2）提高消费者福利

（1）降低最终产品价格；

（2）扩大出口；

（3）提高消费者福利

（1）上游企业获取成本优势；

（2）提高国内下游企业的劳动生

产率和研发效率；

（3）降低下游行业最终产品价格

（1）降低最终产品价格；

（2）扩大出口；

（3）提高消费者福利

国内外关键核心技术

中间产品供应情形
产业政策选择组合策略 产业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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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3：国外上游企业

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

品存在断供风险

（1）对国内上游企业生产和研发进行政府补贴；

（2）对国外上游企业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进口进

行征税

（1）对国内下游企业生产、研发活动进行政府补贴；

（2）对国内下游企业最终产品出口进行补贴

（1）国内上游企业获取成本优势；

（2）降低停产风险；

（3）提高国内下游企业的劳动生

产率和劳动研发效率；

（4）降低国内下游企业的最终产

品价格

（1）降低最终产品价格；

（2）扩大出口；

（3）提高消费者福利

续表 1

国内外关键核心技术

中间产品供应情形
产业政策选择组合策略 产业政策效果

三、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及解释

（一）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体系创新链和产业链协同关系的识别与检验

装备制造业既是全球各国制造业部门整体竞争优势的核心支撑，也是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

国家针对中国高端产业实施技术封锁遏制和核心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的重要领域。本文尝试从中国装

备制造业产业体系这个代表性产业体系来寻找相应的经验证据。一国的装备制造业不仅牵涉众多以

先进尖端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等为主的高端制造业行业的系统集聚能力，

更日益体现一国的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等为主的技术创

新的系统集成能力。与既有研究仅局限在单个行业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依据本文提出的产业链和创

新链融合体系的研究框架，将研究样本拓展到与此密切相关的多个具有投入产出关系的行业组合而成

的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体系层面。由此，需要有效界定并具体定义与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体系密切相

关的上下游行业。具体而言，本文选择的相关行业包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依据对中国二分位行业的产业链上下游度测算

结果，可以得到基本判断：前三个行业可界定为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体系的上游环节行业，而专用设备

制造业可界定为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体系的下游环节行业。客观事实是，针对一个专用设备而言，其

自身的科技创新含量水平与中国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

仪器仪表制造业等行业的科技创新水平密切相关的。这三个上游行业是中国目前较为严重依赖西方

发达国家研发和生产产品的行业，也是当前遭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实施进口限制封锁政策的

重点产业产品领域，是造成中国面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问题的主要领域。

此外，本文选择了中国纺织服装产业体系和汽车产业体系作为对照组，原因在于：一方面，从本

文所考察和研究的产业体系角度来看，所选择的代表性产业体系既必须具有相关的上下游行业，同

时又必须考虑这些产业应该是深入参与或融入全球贸易和分工体系；另一方面，这些代表性产业体

系应该是尚未遭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卡脖子”技术封锁和核心技术产品出口限制行

为，方可作为本文的对照组样本。在此基础上，本文的协整检验验证了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体系、

纺织服装产业体系和汽车产业体系内的上下游行业以及创新链和产业链之间存在协整关系。①
（二）“卡脖子”背景下针对上游环节行业的产业政策对下游行业发展的影响

1. 行业层面证据

（1）计量模型构建与实证结果分析。2018 年美国开始针对中国集成电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实

①　限于篇幅，关于产业链上下游度的详细测算过程和结果以及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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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封锁和遏制，特别是针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所需要的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等

关键技术中间产品的进口实施了部分禁止出口策略。这为检验本文理论模型部分提出的命题提供

了研究机会。即在开放经济下，本国处于产业链下游环节的最终产品企业，面临处于产业链上游环

节的具有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研发和生产能力的国外企业的垄断和掌控，乃至存在关键核心技

术中间产品被断供的风险。这种重大事件必然会迫使中国各级政府加大针对集成电路等高科技产

业的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企业研发和生产活动的扶持和补贴力度，而这是否会像前文理论模型所

刻画和提炼出的命题那样，最终影响到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体系下游企业的研发投入活动乃至行

业产能规模？以此为基础，本文试图实证研究开放背景的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体系中产业政策的

独特作用。

关于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体系的相关上下游环节行业 2012—2021 年间相关政府研发补贴情

况显示，在 2017 年后，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体系中的仪器仪表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

和器材制造业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四大行业，所获得政府研发补贴金额均出

现明显增长态势。对比来看，其他并未遭遇“卡脖子”行为的行业，所获得政府研发补贴金额并未出

现如此显著的增长态势。①因此，本文利用上文构造的三组代表性产业体系内处于上下游关系的

行业构造面板数据，并利用双重差分（DID）模型进行检验。具体方法如下：首先，构造遭受关键核

心技术中间产品的“卡脖子”影响的行业组虚拟变量，其中卡脖子行业组 Stranglej = 1，否则为 0。其

次，以 2018 年美国针对中国以集成电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的封锁政策发生时间为节点，构造时间

虚拟变量 Postt，当 t > 2017 时，Postt = 1，否则为 0。最后，选择三组上下游企业的处理组和参照组样

本：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体系，组内行业的上下游关系如前文所述（下同），本组行业属于卡脖子行

业；中国纺织服装产业体系和汽车产业体系，组内行业不属于卡脖子行业。构造 DID 模型进行检验

的核心思想是，将受到外生政策影响的卡脖子行业组的上游行业研发政府补贴对下游行业生产和

研发活动的影响，与非卡脖子行业组的影响进行对比，从而说明在产业链和创新链双链融合的情况

下，上游产业政策对下游行业的拉动作用。具体的回归模型为：

yjt = α 0 + β ⋅ Postt × Stranglej + δXjt + γj + γt + εjt

其中，被解释变量 yjt 分别指示各下游行业增加值绝对量、R&D 经费内部支出额、下游行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中来自企业资金投入额、下游行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中来自政府资金投入额等的对

数值，核心解释变量 Postt × Stranglej 表示 2018 年美国针对中国特定产业实施“卡脖子”政策的年份

虚拟变量与中国是否遭受“卡脖子”行业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控制变量 Xjt 包括相关上下游行业的

企业数量、总资产额的对数值、存货量的对数值、总负债的对数值、相关上下游行业利润以及下游行

业出口交货值的对数值。γj 表示行业层面的固定效应，γt 表示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

表 2 展示了行业层面的回归结果。第（1）列和第（2）列检验了遭受“卡脖子”政策的中国装备制

造业产业体系中，政府对上游行业研发活动补贴力度的加大是否会促进下游行业增加值规模的扩

张。第（1）列汇报的是本文的主要回归结果，而第（2）列汇报的是进一步控制了包括下游行业出口

交货值等各类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 Postt × Stranglej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

为正。这说明，在遭受美国实施的“卡脖子”政策后，中国各级政府对遭遇“卡脖子”上游行业中的企

业研发活动实施了更大力度的补贴扶持行为，造成的影响是相对于非“卡脖子”行业组下游行业，对

受到“卡脖子”政策影响行业组的下游行业增加值有更大的促进效应。这也验证了中国情景下各级

政府对上游行业研发活动支持力度的加大，最终可以传导到下游行业，形成对下游行业产出规模扩

张的拉动作用。中国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多数产业链生

①　限于篇幅，政府研发补贴的具体增长态势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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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最终产品的企业（通常是大规模企业）具有产量创造规模大、税收创造效应大和产业拉动效应大

等一系列特征，符合地方政府追求短期 GDP 扩张和税收增长的偏好特征，这就导致各地政府一直

偏向于吸引和扶持处于产业链下游环节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而普遍忽略了对处于产业链上游环

节关键技术中间产品企业（通常是小规模企业）研发和生产活动的补贴和扶持。这是导致中国当前

各级政府产业政策实施效果低下甚至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中国遭遇美国等西方国家实施的“卡脖

子”政策后，中国各级政府针对产业链上游环节关键技术中间产品企业研发活动的补贴和扶持政

策，可以带来下游行业产出规模的扩张，从而验证了本文理论部分提出的研究命题，即考虑创新链

和产业链融合体系有针对性地实施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第（3）—（8）列检验了政府对上游行业研发活动补贴力度的加大对下游行业研发活动的影响。

与第（1）列和第（2）列的模型设置类似，第（3）列和第（4）列汇报了以下游行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额

对数值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第（5）列和第（6）列汇报了以下

游行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中来自企业资金投入额的对数值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

量系数同样均显著为正。第（7）列和第（8）列则汇报了以下游行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中来自政府

资金投入额的对数值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并未呈现显著性。由此证明，对

遭遇“卡脖子”问题的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体系而言，政府针对其上游行业研发活动补贴力度的加

大行为，会对下游行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显著的拉动效应。这就验证了中国情景下各级政府对上游

行业研发活动支持力度的加大最终可以传导到下游行业，形成对下游行业研发投入的直接拉动，也

验证了理论模型部分提出的核心命题，即针对产业链“卡脖子”上游行业研发活动的政府补贴力度

加大，可以有效促进产业链下游行业研发活动的增加。

表 2 上游行业政府创新补贴对下游行业生产和创新活动影响的检验结果

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上游控制变量

下游控制变量

行业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观测值

Adj. R2

（1）
lnVA

0.247***

（0.0371）
控制

控制

控制

70
0.985

（2）

0.0298*

（0.0162）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66
0.998

（3）
lnR&D

0.283***

（0.0457）
控制

控制

控制

70
0.998

（4）

0.161***

（0.028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66
1.000

（5）
lnfirm_R&D

0.286***

（0.0439）
控制

控制

控制

70
0.998

（6）

0.162***

（0.0252）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66
1.000

（7）
lngov_R&D

0.0639
（0.0963）

控制

控制

控制

70
0.990

（8）

-0.0541
（0.195）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66
0.99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因篇幅所限，关于控制变量等的回归结果见本刊网站

登载的附录 4。
（2）平行趋势及敏感性检验。为了进一步验证 DID 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分别以特定中国产

业体系中的下游行业增加值、下游行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下游行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中的企业

资金、下游行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中的政府资金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平行趋势及敏感性检验。①
结果显示，对照组与处理组在冲击之前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即以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体系为代表的

卡脖子产业组，在受到外来的卡脖子政策冲击前，与其他作为对照组的产业并没有明显的变动趋势

差异。此后，由于政府对上游环节行业研发活动的支持和补贴力度的加大，会对下游环节行业的研

发投入与行业增加值产生较明显的拉动作用，尤其表现在对下游行业的研发投入产生了较明显的

拉动作用。

①　限于篇幅，详细结果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5。企业层面的平行趋势及敏感性检验同样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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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处理前趋势检验（pre-trends tests）很直观，但前沿的研究表明，这可能存在低功效的问题，

以通过处理前趋势检验作为分析条件，会带来与处理前检验有关的统计问题（Freyaldenhoven et al.， 
2019； Roth， 2022）。本文根据 Rambachan & Roth（2023）提出的在违反平行趋势假设时的检验方

法，对处理后点估计量的置信区间进行推断和敏感性分析，以评估处理效应的稳健性。考虑到对照

组和实验组之间可能会各自存在长期演化的趋势，这使得两者可能在冲击前的差异尽管在统计意

义上并不显著，但两者的演化过程并非完全相同的，即平行趋势假设并不一定满足。因此，本文采

用 Rambachan & Roth（2023）提供的方法对两者的差异选择平滑度限制（smoothness restrictions）进行

检验。在敏感性分析结果的图中，Original代表原始的估计值，M = 0 表示允许处理组和对照组事前

有差异，且两者差异是随着时间线性演化的，而 M > 0 则允许考虑非线性的演化过程。结果显示，

在允许两者差异为线性的情况下，结果依然稳健。而且对于每个估计结果，分别可以允许其演化过

程的斜率有 0.01、0.015 和 0.015 的偏离度。这表明，即使平行趋势被违背且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

政府对上游行业研发活动的支持和补贴力度的加大对下游行业的创新研发投入与产出仍然表现出

显著的促进作用。  
（3）安慰剂检验。为检验本文的基准实证结果是否由某些偶然因素驱动，本文还随机抽样设定

处理组，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了安慰剂检验。①通过比较重复随机抽样 1000次后的结果与基准回归

模型的结果可以看出，所有的回归系数和系数 t值的均值均接近于 0，回归系数都远小于估计系数，t
值也远小于真实回归系数的 t值，说明极小概率会重现真实情况下的系数和 t值，从而验证了本文结

果的有效性。

2. 企业层面证据

鉴于来自中国装备制造产业体系的相关上下游行业层面的实证结果可能面临由于样本数量较

少、遗漏重要控制变量或者内生性问题处理不合理等所导致的检验结果不可靠问题，本文对中国上

市公司数据库相关变量信息进行收集和整理，以微观企业数据为基础，重新研究开放背景下的创新

链和产业链融合体系中的产业政策的激励作用。采用的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通过证

监会行业分类识别出属于上文讨论的中国装备制造、中国纺织服装和中国汽车三大产业体系的上

市公司，并与上文保持一致选取了 2012—2021 年作为样本区间。与行业层面的回归模型类似，设

置如下基准模型：

yijt = α 0 + β ⋅ Postt × Stranglei + δ1Xit + δ2Xjt + γi + γj + γt + εijt

其中，yijt 分别选取衡量 t年属于下游行业 j的企业 i的生产和创新行为变量指标，具体包括：企业

营业收入、净利润、增加值、研发投入金额、政府研发补贴以及企业研发投入内部支出的对数值。②
Postt × Stranglei 与上文一致，若企业 i 所在的行业 j属于“卡脖子”行业，则 Stranglei = 1，否则为 0；当
t > 2017 时，Postt = 1，反之为 0；Xit定义为分布在下游行业内的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总资产

的对数值、海外业务收入的对数值、资产负债率、企业年龄、长期借款与总资产比、第一大股东持股

比率、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规模（人数）；Xjt为上游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

括属于上游行业 j的所有企业的总资产、总负债和存货总量的对数值。

表 3 展示了相应的回归结果。第（1）—（3）列分别以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和增加值对数值作

为被解释变量，分析中国政府针对产业链上游环节关键技术中间产品企业研发活动的补贴扶持政

策对下游行业企业产出的影响。实证结果与表 2 类似，无论是以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还是增加值

衡量，政府对产业链上游行业企业研发活动的补贴，均对下游行业企业产出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

①　限于篇幅，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安慰剂检验的详细结果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6。
②　增加值=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应付职工薪酬。关于政府研发补贴的计算见本刊网站登载的

附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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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列分别以企业研发投入金额、政府研发补贴以及企业经费内部支出对数值为被解释变

量，分析政府针对上游行业企业研发活动的补贴扶持政策对下游行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与表 2
的回归结果相似，政府针对上游行业企业研发活动的扶持政策对下游行业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显

著的拉动效应，更准确地说，是促进了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而非来源于政府研发补贴。①
表 3 上游行业政府创新补贴对下游企业生产和创新活动影响的检验结果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观测值

Adj. R2

（1）
lnrevenue

0.126***

（0.0376）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441
0.695

（2）
lnprofit

0.383***

（0.091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041
0.249

（3）
lnVA

0.382***

（0.0727）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151
0.426

（4）
lnR&D

0.135**

（0.0532）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383
0.613

（5）
lngov_R&D

0.0390
（0.218）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2310
0.048

（6）
lnfirm_R&D

0.145**

（0.0600）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3365
0.573

四、 结论与政策启示

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尝试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独特发展模式。其核心逻辑是抛

弃西方国家一味鼓吹的以新自由主义为原则的“华盛顿共识”，坚持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

结合。其中，“有为政府”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面临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封锁和遏制策略时，采取合

适有效的产业政策来促进本国产业自主创新，进而谋取本国产业的生存发展和转型升级，维护本国

在全球竞争中的产业发展权和经济发展权。由此，产业政策可以被理解为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独

特发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必不可缺的重要发展工具。本文从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体系这个

更综合和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探索产业政策领域前沿问题。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归纳总结。从理论层面来看，在构建创新链与产业链

融合体系的框架下，通过区分创新链中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环节，以及产业链的上下游环节，得

出以下结论：在封闭经济环境中，针对上游企业（而非下游企业）的生产和研发活动实施补贴或减税

导向的产业政策，既能降低最终产品价格，也能提升消费者福利。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根据以下三

种情况进行分析：第一，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完全依赖国外上游企业；第二，国内外上游企业在关

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上存在竞争；第三，国外上游企业的关键技术中间产品存在断供风险。这些条

件使得产业政策的实施对象呈现多样化。产业政策不仅需要对上游企业的生产和研发活动给予补

贴或减税，还应针对下游企业的相关活动采取类似的政策。此外，可以针对国内下游企业的最终产

品出口给予补贴，或者对进口的国外关键核心技术中间产品征税。由此证明，在开放经济背景下，

面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国外上游企业的垄断甚至断供压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必然趋于复

杂化、多样化，并且需要全方位实施。从实证层面来看，针对遭遇“卡脖子”问题的中国装备制造业

产业体系，本文对上下游行业以及创新链与产业链不同环节间的协整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

显示，中国装备制造业产业体系的上下游行业，以及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各环节之间存在协同关系。

此外，实证结果还表明，地方政府加大对特定产业体系中上游行业研发活动的支持，可以带动下游

行业的研发投入和产出扩张。这一结果验证了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体系下，针对上游行业的产

业政策能够对下游行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①　平行趋势及敏感性检验以及安慰剂检验的结果分别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5 和附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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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结论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回应了当前中国及全球对于产业政策的争论，特别是关

于产业政策是否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追赶，以及应对西方发达国家对中高

端产业的打压和技术封锁等问题。研究表明，合理设计的产业政策对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

有双重支持意义，能够有效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与创新。在全球产业政策日益成为热点的背景下，

中国目前实施的各类产业政策（主要以税收返还和财政补贴为主）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暴露出套

取财政资金、腐败寻租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这引发了部分学者对现行产业政策的质疑和否

定。然而，本文的研究结论强调，在全球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环境下，发展中国家面对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必须依赖结合创新链与产业链的产业政策体系来打造自身的全球竞争优势。

因此，简单地否定产业政策是不合理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全球竞争格局中，采取最优组合的产业政

策策略，以避免被西方国家掌控话语权而失去通过产业政策追赶发达国家技术、培育高科技产业的战

略机遇。对于中国各级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和优化来说，本文特别强调以下三点政策启示：

第一，调整产业政策的重点对象以聚焦上游企业创新和生产。长期以来，中国各级政府的产业

政策过于侧重产业链下游的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特别是那些能够在短期内创造 GDP的企业。这导致

大量补贴和财政资金流向了短期内能产生经济效益的下游企业，而忽视了上游关键技术中间产品企

业的研发和生产活动。由于上游企业往往需要较长的研发周期，其对 GDP的直接贡献不如下游企业

显著，因此许多地方政府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时倾向于优先支持下游企业。这样的政策倾向不仅

不利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还削弱了中国在全球高技术产业链中的竞争力，进一步加深了对发达国

家关键技术和设备的依赖。为了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目标，政府必须调整产业政策的重点，

增加对上游关键技术中间产品企业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高端制造等

领域，应优先扶持那些掌握核心技术的上游企业。通过更大力度的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和创新激励，

政府可以推动这些企业进行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从而形成自上而下的技术溢出效应，提升

整个产业链的创新能力。此外，政策应更加强调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通过整合资源、优化资

金配置，形成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发，再到产业化的全流程支持体系。地方政府应更加注重长远战

略，避免只关注短期的 GDP增长而忽视对上游环节的长期投入。这种调整不仅能够增强中国在高技

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还能促进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二，增强对关键技术中间产品领域的支持以应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中国当前面临的“卡

脖子”技术封锁，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上游的关键技术和设备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

国的高技术产业，尤其是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生物制造等领域，实施了从硬件设备到

软件系统的全方位遏制和封锁。特别是在半导体制造的核心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基础材料等方面，

中国依然高度依赖西方供应链，这极大限制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为应对这种外部封锁，产业

政策必须全面覆盖产业链上游的关键技术中间产品企业。政府应加大对这些企业的研发支持，尤

其是在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共性技术创新方面，要提供更加定向和持续的财政补贴。同

时，还应鼓励跨行业、跨学科的协同创新，推动关键技术的突破。在具体政策工具方面，除了直接的

财政支持，政府还可以通过产业基金、引导资金、风险投资等多种形式，扶持处于上游环节的中小企

业和初创企业，尤其是在关键技术领域具备潜力的企业。通过政策引导，形成一个由政府、市场和

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的创新生态系统，以此应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和产业链制约。此外，还应

强化自主研发的长期投入机制，推动上下游企业的合作与技术转移。通过鼓励上游企业的创新成

果向下游企业扩散，形成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和竞争力提升。只有在产业链

上游环节实现技术突破，中国才能真正摆脱对外部技术的依赖，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

第三，改革产业政策制定的思维方式与实施工具，以灵活多元的政策组合应对复杂挑战。当前

全球产业链竞争愈发激烈，中国各级政府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时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西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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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的技术封锁使得中国必须加快调整政策思维方式，摆脱传统的短期经济目标导向，构建一个

灵活多元的政策工具组合，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首先，政策制定的思路需要从“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被动应对模式，转变为战略性、前瞻性地布局未来产业。政府应提前识别未来可能面

临的技术“卡脖子”风险，针对关键领域（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进行全方位的政策支

持，形成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再到市场化的全链条政策体系。其次，各级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

时，应避免单一政策工具的使用，而要结合财政支持、税收激励、金融工具、知识产权保护等多种手

段，构建一个灵活的政策组合。比如，可以引导风险投资基金投向高技术领域，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高风险、高回报的技术研发；同时，针对高技术企业进行精准的税收减免政策，降低其研发成本，鼓

励技术创新。最后，政策工具的改革应注重执行的透明度和效果评估机制。政府在发放补贴和资

金时，应加强对资金使用的监管，避免腐败和资源浪费。同时，可以设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定期对产

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监测与反馈，确保政策的实际效益能够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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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How does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chains and industrial chains influence the optimal strategy for indus‐

trial policies, particularly in response to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and technological blockades impos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What are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tax incentives targeted at upstream versus down‐

stream enterprises within the innovation chains， and industrial chains framework? What are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navigate the complexities of global competition when focusing on the necessity of a comprehen‐

sive industrial policy approach that accounts for the interdependencies between innovation chains and industrial chai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ptimal mix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f industrial polici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n‐

tegration of innovation chains and industrial chains. It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analyze the optimal strategy and 

effects of industrial polic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nder both closed and open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a closed economy, providing subsidies or tax incentives to upstream enterprises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inter‐

mediate products of core technologies in key fields is optimal. In contrast, under open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optimal 

industrial policy should cover both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considering different scenarios such as com ‐

plete dependence on foreign upstream industries, competitive supply from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upstream industries, 

and the risk of supply disruption from foreign upstream industries.

The research employs a unique perspective that integrates the innovation chains and industrial chains systems, provid‐

ing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rationality of national-level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optimal policy mixes for developing coun‐

trie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chain, which has been targeted by “supply 

restriction” measures, supports the theoretical findings, demonstrating that increased government support for R&D activi‐

ties of upstream industries can stimulate increased R&D investment and output expansion in downstream industries.

The study’s significance lies in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ongoing debate on the role of industrial polic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by advocating for a more nuanced approach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interplay between innovation chains and industrial chains. It also offers practic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develop‐

ing countries seeking to enhance their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Methodologically, the paper uses a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modeling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e theoretical 

model i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novation chains and industrial chains systems, while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s sup‐

ported by statistical data from China’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paper’s key innovation is its holistic approach to industrial policies, which considers the entire chain from up‐

stream to downstream. This distinguishes it from previous studies that focus on isolated segments of the industrial or inno‐

vation process. The paper’s contribution to the literature is significant, as it provides a new lens to view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offers a framework for future research on the topic.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a shift in focus from downstream final product enterprises to upstream enterprises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 of core technologies in key field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

ment should implement comprehensive industrial policies that support R&D and production activities across the entire in‐

dustrial chain, particularly in high-tech industries facing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In conclusion, the paper provides a fresh perspective on industrial policie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

ing innovation chains and industrial chains dynamics. It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for policymakers and scholars alike, con‐

tributing to a broader discours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strategy.

Keywords: Innovation Chain;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System; Industrial Policy Mix;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JEL Classification: L52, O38, F13

（责任编辑：刘洪愧）（校对：王红梅）

172


